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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2020 年春,教育部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 这两个文件

的颁布引发了广泛讨论。 本文将围绕某些争论的焦点,从英语专业的知识内涵、社会使命入手,分析《国标》和《指南》的
得失,并针对英语专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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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专业的身份危机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以下

简称《国标》);2020 年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这两个文件是在总结 21 世纪前 20 年英语专业

所得所失等问题的基础之上,为这个专业的发展制定的蓝图。 两个文件颁布之后,业界议论纷纷。 在本

文中,笔者将根据自己一线英语本科专业教学实践和管理工作中的体会,围绕一些争论性议题,对《国

标》《指南》(尤其是《指南》)以及英语专业未来等问题,展开一些粗浅的个人思考。
十多年前,有位非英语专业的教授 / 博导朋友问过笔者这样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明白你们英语专

业为什么还有博士点? 学英语不就是天天背单词、练习英语口语听力吗?”本人的回答是:“请问,北大中

文系学生是不是天天背诵汉语单词、练习中文口语听力?”朋友哑然不语。
这个令人多少有些恼怒的问题所反映的其实是业外人士对英语专业所持有的普遍偏见:英语仅仅只

是一种语言工具,因此没有资格成为独立的专业和学科。 然而,如果这个偏见仅仅出于外行的误解倒还

不算什么问题,但是,令我们气馁的是,它还是过去 20 多年我国英语专业高层决策者对英语专业的定位。
20 世纪末,面临新世纪的来临,老一辈英语专业高层决策者一方面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语 / 英语

专业的得失经验,另一方面开始筹划 21 世纪外语 / 英语专业发展走向。 这些思路非常明确地体现在教育

部 1998 年颁发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 21 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及根据这

个《意见》出台的 2000 年《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 客观地讲,《意见》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外语 / 英
语专业问题(按计划招生、培养、分配)的总结,对 21 世纪国际局势(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化)以及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外语 / 英语专业的挑战和要求把握还是很准确的,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意见》对 21 世

纪中国英语专业(或许不应该包括其他一些小语种专业)发展开出的药方却值得商榷和反思。 《意见》提

出:“由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

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一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在逐渐减少。 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

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李传松
 

等,2006:462)这个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之所以值得商榷和反思,其根本原因在于《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包括英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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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所有外语专业独立存在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讲,外语是一种技能,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载

体相结合,才能形成专业。”(李传松
 

等,2006:466)这就非常明确地将外语 / 英语定位为“一种技能,一种

载体”,而非一种有学科归属的、有资格独立存在的专业,难怪有上述“英语为啥还有博士点”之疑问。 正

是在《意见》指导之下,2000 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国家政策方式将“复

合型人才”培养思路规定了下来:“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

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

合型英语人才。”(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4)
2000 年《大纲》颁布对未来 20 年中国英语专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英语专业遍地开花、发展迅猛。 原来一些理工农医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类大学的公共外语教研

室纷纷改称“外国语学院”(这也逼迫原来的外语院校不得不纷纷改称“外国语大学”),并开始大量招收

“英语专业”本科生。 为了与名牌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及老牌外语院校英语专业相区分,这些学校新开

设的英语专业都在“复合型”点子上做文章。 到目前为止,全国总共有近千所大学开设了英语专业(根据

笔者了解,重庆市所有公办高校中只有四川美术学院没有开设英语专业,没有成立“外国语学院”)。 不

仅如此,在这些学校中,有的还凭借其学校本身的 985 或 211 平台优势,迅速获得英语专业硕士点、甚至

博士点(好些这样的学校没有历史系、没有哲学系、没有中文系,却有英语硕士 / 博士点———缺乏强有力的

文史哲相关学科支撑,英语硕士,尤其是博士点怎么可能有学术品质和学术内涵? 难怪外行朋友会讥诮

我们“为何还居然有博士点”)。 这种遍地开花迅猛发展势头内在驱力有很多:有个别学校领导层片面追

求学校学科专业数量(因为英语专业和英语学科门槛低———有人蔑称为“一支粉笔专业”,所以最容易成

为数量突破口),有公共英语老师的身份焦虑,但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
否定英语专业的专业性、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 任何事物不按规律盲目扩张、迅猛发展都会带来严重

后果———过去 20 年中国英语专业毫无例外地呈现出严重问题。 就笔者个人观察,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相比,仅仅就英语语言技能而言,过去 20 年英语专业毕业生总体呈下降趋势;此外,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

难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英语专业连续好些年与其他某几个专业一起成为就业红牌专业。
其次,“英语类专业”新名词的出现。 随着 2000 年《大纲》的颁布,从英语专业中先后剥离出了翻译

和商务英语两个新专业,英语专业这个简洁明了的称谓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被“英语类专业”所囊括。
更糟糕的是,英语专业的地位显得更加尴尬,全社会对这个专业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如果翻译专业和

商务英语专业可以满足工具—实用人才的培养需求,英语专业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吗? 而且,由于翻译专

业和商务英语专业的名称暗含强大的就业竞争力,自然而然就吸收了大量优质生源,英语专业生源质量

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 然而,这两个与英语并称为“英语类”的新专业本身也是问题重重。 比如翻译(英

语)与英语(翻译)如何区分? 有了翻译专业之后,英语专业还有资格做翻译吗? 而且,在理论上翻译专

业可以囊括所有的外语语种,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任何一个翻译系或翻译学院今后都有可能发展成为独

立的外国语大学? 再以商务英语为例。 如果说商务英语专业是培养能够从事对外贸易的实用型人才,那
么,它与经济学科下面的对外贸易专业又如何区分? 如果对外贸易专业学生所接受到的英语技能训练不

逊于、甚至还强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商务英语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何在?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外贸

易专业学生掌握强悍的英语语言技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对专业金融、经济和贸易知

识的掌握)。 进而论之,如果英语+商科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那么是否可以有英语+国际法(国际法

英语专业———事实上,法学英语专业已经呼之欲出了)、英语+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英语专业)、英语+体育

(体育英语专业)、英语+中国烹饪(中国烹饪英语专业)、英语+中医(中医英语专业)、英语+中国功夫(中

国功夫英语专业)———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英语+……专业的出现? 而且,这个专业设置思路在理论上

显然也适合其他任何一门外语语种:我们当然也可以有商务德语专业、商务法语专业、商务日语专业、商
务越南语专业、商务尼泊尔语专业、商务老挝语专业……难道不是吗? 于是乎,“某某商务外国语大学”
就顺理成章地应该出现———就像“某某翻译外国语大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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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英语类专业”表面上蓬勃发展、一片繁荣的背后,公共英语教学质量即使没有下降,至少未

见明显提升。 原因很简单:理工农医财经政法体育艺术类院校的外国语学院将大量精力投入英语学科专

业建设中,结果却稀释了这些院校英语师资的本职工作———倾心投入公共英语教学,扎扎实实提升非外

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 据笔者调查,重庆某工科高校外国语学院殚精竭虑地要保住其英语语

言文学硕士点,但对该校的公共英语课堂教学却相当不重视。 在该校,一个公共英语课堂上居然有七八

十甚至过百的学生! 这样的公共英语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如果一个工科学生在学好工科专业的同时,又
掌握了过硬的英语语言技能(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从而无须英语类专业人士的翻译帮助,自己可以阅

读英文文献、撰写英文论文、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这样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总之,在 2000 年《大纲》指导之下,过去 20 年中国英语类专业不仅未能解决专业身份问题,而且还使

得本专业领域问题丛生。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新一代外语教指委和英语教指委经过反复论证,分别于

2018 年和 2020 年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和《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
《国标》和《指南》对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有继承、有修正,更注入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

本文不拟全面详细介绍两个文件的具体内容,而是将围绕某些针对《指南》的批评意见,展开笔者个人对

两个文件的一点理解和思考。

2　 英语学科在英国的兴起及其社会使命

《指南》刚刚颁布,就有学者撰文予以全面否定。 个别批评意见明确否定了英语的学科内涵以及专

业合法性,认为《指南》给英语专业的定位仅仅是通识教育,培养的不是专门人才,而是人文通识型或通

用型英语人才,但是这种人才不适应市场需求,因此,应该取消英语专业,而代之以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

各种专门用途英语。
那么英语专业究竟有无其学科属性呢?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发生在英国,所以要弄清楚它有无“独特的知识体系”、
有无学科属性,我们必须得回溯一下“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在英国大学学科体制中是如何产生和确

立的。
英语学科进入英国大学课堂并非早已有之,而是 19 世纪维多利亚社会这个独特历史背景的产物。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在 1828 年率先开设了英语语言文学课程;1829 年大学学院设

立了第一个英语教授职位。 1831 年,英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位课程在伦敦国王学院 ( King’ s
 

College,London)被正式确立下来。 此后,由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合并成立的伦敦大学以异地授课“学位

班”(external
 

license)的方式,在一些主要的工业城市———如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和利兹

等新办的大学中开设英国文学学位课程并颁发学位。 当然,最著名、最古老、同时也是最保守的“牛剑”
对英语学科一直怀有抵触情绪,迟迟不愿开办这个学科。 但历史的潮流毕竟难以阻挡,1894 年和 1911
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终于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英语系(Barry,2002:11-14)。

那么为何我们说英语学科在英国大学的确立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产物呢? 这就需要考察维多利亚时

期英国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 众所周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新古典主义的节制、宽容、理性、平和

取代了 17 世纪那种你死我活的政治—宗教斗争,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加上汉诺威王朝

的重商主义政策、海外殖民地的进一步拓展以及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 18、19 世纪

得以迅猛发展,实现了类似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腾飞” ( Eagleton,1983:9)。 但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为标志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

型;二是以宗教的衰落为标志的社会精神信仰危机。
因此,在伊格尔顿和鲍迪克等人看来,英语学科在维多利亚时期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就是教化粗鄙

的中产阶级、驯服野蛮的工人阶级(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文学首先开设在当时新兴工业城市中新创办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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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培养英国人的民族想象和帝国认同、从而使英国文学取代宗教成为整合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黏合剂

(social
 

cement)等①。 但也有许多人,如巴里,不同意伊格尔顿对英国文学兴起的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解

读,认为那太过简单化。 事实上,在早期倡导设立英国文学学科的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如对社会不平

等现象的愧疚、传播文化启蒙心智的宗教般热情,当然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私人目的等( Barry,2002:
14)。 但不管怎样,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提炼民族文化精粹(distilled

 

essence)、并用于全社会文化

启蒙和抵抗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升英国社会的文化敏感和道德修养,从而培育出一种新型的英国文

化来引领英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在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的主要原因。 这个思想被

莫里斯、戈登等早期英国文学教授表述得非常清楚。
1840 年,莫里斯(F.

 

D.
 

Maurice)被任命为伦敦国王学院的英国文学教授,在其就职仪式上,莫里斯

阐述了英国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从……这个时代(狭隘庸俗的)观念和习俗中解放

出来”,从而把“我们的生活”与“某种永恒的价值维系在一起” ( Barry,2002:13)。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牛

津大学早期的英国文学教授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 在其“墨顿教授” (Merton
 

Professor)职位的就

职演讲中,戈登说:“英国生了病,英国文学必须救治英国病。 教会在这方面已经失败,社会改革又太慢,
英国文学现在负担起三重功能:除了寓教于乐之外,她还必须负担起拯救我们的心灵、治疗我们的国家的

功能。”(Baldick,1987:105:)这些思想经过以阿诺德等为代表的维多利亚文化主将几代人的阐发和努

力,并随着 1921 年由纽伯特爵士(Sir.
 

Newbolt)领衔制订的《关于在英国进行英国文学教育的报告》 (俗

称“the
 

Newbolt
 

Report”)的出炉而得到了国家层面上的确立。 从此,英语语言文学作为一种教育国策终

于被确立了下来②。
英语语言文学在英国国民教育体系和大学学科体制中的确立清楚表明,English 或 English

 

Studies 不

仅不缺乏“独特的知识体系”(永恒的价值、文化的精髓、社会黏合剂),而且还具有独特的“社会使命”
(social

 

mission):拯救心灵、改造社会。
当然国情不同,文化不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 建设思想肯定不能完全照搬

到当代中国英语学科专业中来,但是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 所蕴涵的知识体系构建以及其社会使命却

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3　 《指南》的得失

我们看到,《指南》对英语专业的学科内涵有明确的规定:“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xix)在此

基础之上,《指南》对英语专业的学科属性和知识体系给予了明确的说明:“英语专业隶属于外国语言文

学学科,主要以英语语言、英语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以及国别和区域研究等为学习和研究对象,
具有跨学科特点。”(2020:1)将《指南》与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相比较,可以看出 20 年之后,
新一代中国英语人对这个专业的学科属性更加自信了———不再躲躲闪闪地认为英语专业只有与其他专

业复合才有资格成为一门专业;对这个专业的知识内涵也更加清楚了———五大知识板块的勾勒很清晰,
体现了目前这个专业与其他专业的疆界(虽然部分知识板块仍然值得商榷,如“翻译”如何与“翻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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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英国中产阶级的总体形象最初是相当负面的:经济上的暴发户、庸俗粗鄙、缺乏教养,即阿诺德蔑称的“Philistines”。 伊格尔顿指出,主
宰 18、19 世纪英国的“工业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市侩的功利主义(a

 

crassly
 

philistine
 

Utilitarianism),这是一种赤

裸裸的拜物教,它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降格为市场交换关系,将艺术视为无利可图的装饰”。 因此,如何将这个经济上迅速发展、但文

化上粗鄙不堪的中产阶级培养为有文化有教养有品位的人,并因此培育出一种新型的英国中产阶级文化,成为 19 世纪英国文化人的

一大焦虑。 参见 Terry
 

Eagleton,第 19 页。

 

《纽伯特报告》明确宣称:“我们不比较,我们只陈述一个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对英国青少年而言,没有哪种知识比英语语言

知识(a
 

knowledge
 

of
 

English)更重要,没有哪种文学比英国文学更重要———这两种知识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国民教育( a
 

national
 

education)的唯一基础———如果这样一种国民教育是可能的话。” ( Palmer, 1965: 179-185)。 另见 Great
 

Britain,
 

Board
 

of
 

Education,
 

Committee
 

on
 

English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England,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England,
 

being
 

the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al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to
 

inquire
 

into
 

the
 

position
 

of
 

English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England,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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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区分?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如何与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相区分? “国别和区域研究”
如何与国际政治专业相区分?)。 至于社会使命,《指南》的前言部分有明确表述:“笃定服务国家发展战

略”,尤其是要“满足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

语人才的强烈需求,为促进改革开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和全球治理等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障。 要坚定文化自信,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 xix)。
在《指南》正文部分 4. 1“素质要求”中还提到一句核心表述:“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笔者个人认为,培
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并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英语专业学生,从而使得这个专业能够服务“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这一点应该是当下中国英语专业之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使命”①。 但是,遗憾

的是,对于这个社会使命,不仅《国标》只字未提,《指南》也仅仅只是一笔带过。
至于对于英语专业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批评,笔者认为,这是对英语专业的误解,也是“英语类专

业”一词误导的结果。 如前所述,英语专业与英语学科自有其独立的知识体系和社会使命;英语作为一门

外语,毋庸置疑也具有工具—实用性,旨在培养外事外交、国际政治、文化交流与传播领域内国家所急需

的高级翻译人才,而非万金油式的低层次翻译人才。 就此而言,所谓“英语+”的“英语类专业”,如商务英

语、法律英语、医学英语、工程英语等,缺乏成为独立专业的合法性。 前文已经论述过这个问题:非英语专

业学生利用公共英语课堂掌握英语五大技能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英语类专业学生掌握理工农医财经政

法艺术体育等专业知识。 以已经独立成专业的商务英语为例,大学本科四年,一个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很

难做到既具备强悍的英语技能,又精通商科专业知识。 大部分学生可能英语技能不过关,商科知识也是

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在就业市场高不成低不就,显得非常尴尬。 何况,绝大多数商务英语学院的教师也

都是英语语言文学出身,突然被迫改教商务英语,他们也只有勉为其难,带领学生读读教材,记一些商科

英语词汇而已。 至于有学校声称可以招募在国外学商科专业的留学回国硕士或博士承担商务英语课程

教学,这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人家既然是商科专业出生,何必来教英语?
当然,强调大学应该培养市场所需、社会所需的实用性人才,这个思想没问题,本人非常赞同。 只是

就英语能力而言,这类实用性人才的培养不应该在开设新英语类专业(所谓的特殊用途英语)上动脑筋

(那样只会越来越乱),而是应该扎扎实实搞好大学公共英语教学。 首先,理工农医财经政法艺术体育类

院校的外国语学院不要再一味追求英语学科专业建设,而应该将其工作重心重新回归到公共英语教学上

来。 其次,在公共英语教学中,也同样要尊重英语技能训练的基本教学规律,如,25 人编制小班上课(而

不是动辄上百人一个班);按照听说读写译进行公共英语课程设置,并扩大英语课时量。 总之,公共英语

教学是完全可以将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技能提升到能够独立查文献、读文献、写论文、作报告,并且自

己做翻译的水平,那样的人才,才是既精通专业知识、又掌握英语语言技能的真正复合型人才。
综上所述,在 1998 年《意见》和 2000 年《大纲》精神指导之下,新世纪中国英语专业 20 年建设有成

就,但也有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 2018 年《国标》和 2020 年《指南》显然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予以

矫正。 尤其是《指南》,从专业定位、培养目标和专业内涵等各方面都力图为英语专业正名,这一点是值

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国标》和《指南》对英语专业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目的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模糊

空间(比如“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语人才”的表述就比较含混,虽然对于“复合型人才”进行了专业内

复合的重新解释);专业知识五大板块的计划也与其他专业存在重叠交合之处———如上文所述,翻译与翻

译专业如何区分?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与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如何区分? 国别与区域研究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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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川外英语学院于 2014 年获批重庆市重大教改课题“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验班教改探索”。 该课题的目的就是“培养英语语言技能扎实、
中文表达流畅优雅、中西文史哲知识素养深厚、人格健全、气度恢宏、能够胜任将中国文化精粹传播出去、并把外国文化精粹引入中华

文化的中外文化桥接者、文明冲突调解者和文化创新的实践者。”(《川外英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实验班”人才培养方案》)。 该实

验班从学生选拔制度、教学团队打造、特色课程设置、特色教材编写、在线课程建设以及导师制等方面入手,对英语专业人才培养如何

服务国家战略、如何肩负当代中国社会使命进行了迄今为止四年的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这样的人才培养,国
家需要,社会需要,学生非常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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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专业如何区分?
本文认为,过去 20 年,中国英语专业如果存在着某些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并非英语专业本身所带来

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又进而造成了英语类专业重复设置,数量泛滥,低层次恶性竞争。 《国标》与《指南》
都没有能够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然,这个要求已经超出了外指委和英指委的权限范围,希望

《国标》和《指南》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不现实的。 本文也只能在此对教育部和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提

出如下建议:
(1)大规模压缩英语学科专业点,使腾出来的资源回归公共英语教学本行。
(2)英语专业和英语学科只保留在一部分名牌综合性大学(培养学贯中西的文化精英)、老牌外语院

校(培养国家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高层次英语人才)和师范院校(培养高质量的中小学英语师资)中。
(3)认真思考“英语类专业”这个提法,思考翻译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与英语专业的界限究竟在哪

里,从而让英语专业堂堂正正地回归其专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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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ndards
 

and
 

The
 

Guide
ZHANG Xuchun

Abstract:
 

The
 

National
 

Standards
 

of
 

Teaching
 

Quality
 

for
 

Undergraduate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tandards)
 

and
 

The
 

Teaching
 

Guide
 

for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Guide)
 

were
 

promulgated
 

successively
 

in
 

January,
 

2018
 

and
 

2020.
 

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two
 

documents,
 

heated
 

debating
 

about
 

English
 

as
 

a
 

discipline
 

in
 

China
 

has
 

been
 

going
 

on
 

nationwide.
 

The
 

present
 

paper,
 

by
 

focusing
 

upon
 

the
 

disciplinary
 

affiliation
 

with
 

and
 

the
 

social
 

mission
 

of
 

English
 

studies,
 

purports
 

to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e
 

two
 

documents.
 

In
 

so
 

doing,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what
 

should
 

be
 

done
 

in
 

China’s
 

Englis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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